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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底线必须刚性；治理方式必须科学而有弹性。

这些 年来 ，生态 保护 红线 的多 轮划 定、校核 、优化 和调 整，确实 牵动 了

不少 基层 技术 人员 和管 理人 员的 神经 。

从最 初的 生态 评估 ，到“ 三区 三线 ”统筹 划定 ，再到 边界 核实 、矛盾 图斑

处理 、成果 入库 以及 后续 监管 ，许多 地方 都经 历了 反复 核查 、反复 举证 、

反复 修改 。技术 人员 加班 加点 ，基层 部门 不断 协调 ，有时 今年 刚解 决的

问题 ，下 一轮 核查 又可 能以 新的 形式 出现 。

于 是 ， 一 提 到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 不 少 基 层 工 作 人 员 首 先 想 到 的 不 是 “ 生 态

安全 底线 ” ，而 是“ 又要 调图 了 ” 。

这其 实不 是一 个好 现象 。

生态 保护 红线 作为 维护 国家 和区 域生 态安 全的 重要 制度 ，其必 要性 毋庸

置疑 。真正 值得 讨论 的问 题 ，不是“ 要不 要划 红线 ”，而是 ：我们 如何 把



一项 具有 高度 科学 性的 生态 保护 制度 ，转化 为一 套边 界合 理、规则 清楚 、

基层 能执 行、 长期 可持 续的 空间 治理 制度 ？

从一 个长 期从 事生 态空 间研 究 ，同时 又参 与规 划管 理和 项目 实施 的人 的

角度 看， 当前 生态 保护 红线 面临 的很 多矛 盾， 并不 简单 是 “ 地方 想发 展 ”

和“ 国家 要保 护 ”之间 的矛 盾，其中 还有 相当 一部 分来 自科 学认 知、数据

尺度 、技 术方 法和 治理 机制 之间 的错 位。

这可 能才 是生 态保 护红 线屡 次调 整背 后更 值得 讨论 的问 题。

一、从生态学评价到一条精确边界，本身就是一次“尺度跃迁”

生态保护红线的基本出发点，是识别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实施严格保护

的国土空间。

从科学逻辑上看，这没有问题。

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防护，以及生态敏感性、

脆弱性等，都可以通过生态评价识别其空间重要程度。

真正困难的是下一步：如何把一个连续变化的生态过程，转化成一条具有法律和

行政管理意义的精确空间边界？

生态学所描述的世界，本来很少是“线”的世界。

水源涵养功能不会在某一条线的左边突然很重要，跨过一米之后就突然不重要；

生物多样性也不会因为行政边界或者一个图斑边界发生突变；生态廊道、物种迁

徙、水文过程、冷空气输送以及物质能量交换，更不会严格按照地块权属边界运

行。

绝大多数生态过程，本质上都是连续的、渐变的、跨尺度的。



但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必须回答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一块地到底在不在红线

内？

科学评价最终必须从“连续面”变成“管理线”。

于是，科学评价最终必须从“连续面”变成“管理线”。这一步其实非常关键，也非

常容易产生误差。

过去不少地方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需要综合生态功能重要性、生态敏感性、自

然保护地、重要生态资源以及相关部门已有管理边界等多种因素。这里实际上同

时存在两套逻辑：一套是基于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的科学评价逻辑；另一套是基

于地块、权属、项目和行政边界的空间管理逻辑。两者并不天然一致。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任何生态保护红线，都不是自然界自己

长出来的一条线，而是基于一定时期的科学认识、数据条件和治理目标形成的一

条管理边界。

认识到这一点，并不会削弱生态保护红线的严肃性，恰恰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

理解为什么红线需要校核，也有助于避免把每一次技术误差都上升为制度问题。



图 1 从区域生态评价到管理边界落地，本质上是一次尺度转换

二、区域尺度的评价结果，不能未经转换直接用于地块尺度的管理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评价尺度”和“管理尺度”之间的不匹配。

生态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本质上属于区域尺度空间分析。尤其在早期

技术条件下，不少评价所依赖的是遥感数据、数字高程模型、土地利用数据、气

象数据、水文数据以及模型模拟结果。

这些数据非常适合回答：哪里总体上生态功能更重要？哪里生态风险更高？哪些

区域值得优先保护？

但是它们并不天然适合回答另一个问题：某一栋房屋、某一个院落、某一条乡村

道路、某一块几十亩的耕地，到底应不应该进入红线？

这两个问题不是同一个尺度的问题。

例如，一个 250 米、500 米甚至更粗空间分辨率的栅格，可以用于区域生态格

局识别，但如果直接把这样的评价结果转成地块级管控边界，再要求基层按照米

级甚至宗地级精度实施，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不是说低分辨率数据“不能用”，而是说：区域评价可以用于确定保护格局，却

不能代替地块级核查。

同样，模型也不是问题本身。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敏感性评价、生态连通性

分析等都需要模型。问题在于，任何模型都依赖参数、数据和假设。不同参数设

置、不同数据年份、不同空间尺度、不同指标权重，都可能使边界发生变化。

因此，真正科学的做法，不应该是把某一次模型结果直接“钉死”到地面，而应该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区域模型识别重要生态空间——多源数据交叉验证—

—高分辨率影像核查——实地调查——权属与历史利用核验——管理边界优化。

模型负责“发现问题”，实地负责“验证问题”，管理负责“解决问题”。

如果顺序倒过来，让一张区域评价图直接承担地块级行政管理责任，那么后续出

现大量边界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红线调整中相当一部分所谓“反复修改”，其实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态保护目

标发生了变化，而是在不断消化早期尺度转换过程中遗留下来的误差。

三、生态系统是动态的，但生态保护红线不能因此年年变化

生态学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也是动态系统。

生态系统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维持结构与功能，并在自然演替、

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

植被恢复了，区域生态功能可能增强；道路建设了，生态连通性可能下降；湿地

恢复了，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可能提高；城市扩张了，部分生态空间

可能受到新的压力；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发生变化，一些地区的生态敏感性也可能

随之变化。

因此，从科学意义上讲，“生态重要性”绝不是一个几百年不变的常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应该随着每一次生态评价结果变化而频繁调整。

这里必须区分两个概念：生态系统可以动态变化，空间管制边界却必须保持必要

的稳定性。

生态系统可以动态变化，空间管制边界却必须保持必要的稳定性。

如果一条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的管理边界每年都变化，那么企业无法形成稳定预

期，地方政府无法制定长期规划，基层管理人员也无法建立稳定的监管体系。最

终既不利于发展，也未必真正有利于保护。

因此，更合理的制度逻辑应当是：红线底线保持刚性，边界保持总体稳定；生态

状态实行动态监测；重大科学证据、重大自然变化或者确需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通过规范程序定期评估、依法优化。

也就是说，应该把“动态监测”和“动态调线”区别开来。生态系统需要年年监测，

但红线并不需要年年调整。

真正需要动态的是我们的认知和监管，而不是让边界长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图 2 生态状态可以动态监测，但管理边界应保持总体稳定



四、生态保护红线最难的问题，正在从“怎么划”转向“怎么管”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发展到今天，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是：技术划线已经不是最

困难的问题，真正困难的是精细化管理。

划线的时候，可以依据模型、图斑、规划和数据形成一套成果。但一旦进入实施

阶段，问题马上变得具体起来。

红线里面有村庄怎么办？祖祖辈辈种植的土地怎么办？已有道路、输电线路、水

利设施怎么办？防灾减灾工程怎么办？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怎么办？生态旅游

怎么办？科研、教育、自然体验怎么办？已经存在多年的合法建设活动怎么办？

重大基础设施确实无法避让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句“严格保护”能够解决的。

事实上，现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已经在逐步回应这些现实问题。红线内并不

是简单实行“无人、无路、无设施、无活动”的绝对封闭管理，而是在严格保护生

态功能的前提下，对原住居民生产生活、科研监测、防灾减灾、生态修复、部分

公共设施以及适度参观旅游等活动实行分类管理。

这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生态保护红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生态

功能，而不是为了维护一条线本身。

线是手段，生态安全才是目的。

线是手段，生态安全才是目的。

如果一个地方形式上“一平方米都没动”，但是生态功能持续退化，那么这样的保

护并不成功；相反，如果通过科学管理和生态修复，使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

生态连通性等关键功能持续改善，那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保护。



未来红线管理的重点，应该逐步从“有没有碰这条线”，进一步转向：碰了什么、

为什么碰、以什么方式碰、是否影响生态功能、影响程度多大、能不能恢复、由

谁负责。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治理。

五、山区划入红线没有错，但不能把“开发概率低”等同于“保护价值低”

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山地和平原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往往大量集中在山区。

从表面看，这似乎容易产生一个疑问：这些山区本来就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并

不适宜大规模城市建设，即使不划红线，本来也不会有多少开发活动，那么划进

去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但结论不能简单化。

一个地方“不适宜建设”，并不意味着“不具有保护价值”。山区可能承担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廊道连接、区域气候调节以及灾害防护等重要

功能。有些生态空间的价值，恰恰不在它本身有没有开发压力，而在它对整个区

域生态系统发挥什么作用。

但是，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同样值得重视：如果红线只集中保护那些本来就很难开

发的地方，却忽视城市边缘、河湖湿地、生态廊道、关键物种通道以及受到强烈

开发压力的生态节点，那么空间保护效果同样可能打折扣。

因此，评价生态保护红线是否科学，不能只看面积，也不能只看它划在山区还是

平原，而要看它是否真正保护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中的关键空间。

保护 10 万亩一般生态空间，与保护一条只有几百米宽、却决定整个生态网络是

否连通的关键廊道，其生态意义可能完全不同。



未来的生态空间治理，应该逐步从“面积思维”转向“功能思维”和“网络思维”。不

仅要问“保护了多少？”，还要问“保护了什么？”“保护之后，区域生态系统是否更

加完整、稳定和有韧性？”

六、比重新画线更重要的，是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发展到现在，大的空间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今后的重点，与

其反复纠结于局部边界，不如把更多治理资源投入到“如何管好”上。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但不能把“以人为本”简单理解成“发展优先”。生态保

护本身就是为了维护人类社会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但在具体实施中，

也必须尊重历史形成的生产生活关系，妥善处理原住居民、合法权益主体

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长期存在的村庄、正常生产生活以及必要公

共服务，应当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建立清晰、稳定、可预期的管理

规则。生态保护不能建立在让基层群众长期处于制度不确定性之上。

第二，民生和基础设施问题应当从“一律避让”走向“分级论证”。能够避让的，

应当优先避让；确实无法避让的重大基础设施，应依法依规进行严格论证

和审批，并通过工程优化、生态影响评价、施工期控制、生态修复和长期

监测，把影响降到最低。真正科学的管理，不是简单回答“能不能建”，而是

建立完整的避让、减缓、修复和补偿机制。

第三，让生态价值真正被社会看见。生态保护并不意味着把人与自然完全

隔绝。科学研究、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环境监测以及符合承载能力要求

的适度游憩，本身也可以成为公众理解生态保护、支持生态保护的重要方

式。关键不是“有没有人进入”，而是活动是否超过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是否

改变关键生态结构和功能。



第四，把基层知识纳入红线治理。乡镇、村庄以及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居民，

对本地山水林田湖草往往具有非常丰富的地方知识。哪里常年积水，哪里

存在山洪风险，哪片林地几十年无人扰动，哪条沟谷是动物活动通道，哪

些地方历史上长期耕种，这些信息仅靠遥感影像和模型很难完全获得。但

这并不意味着“让村民自己划红线”。更合理的方式，是建立“自上而下的科

学评价”与“自下而上的地方知识”相结合的核查机制。专业机构负责科学性，

政府负责公共利益，基层居民提供地方知识，多方共同提高边界和管理规

则的真实性。

第五，从“频繁调整”转向“持续监测、定期评估、规范优化”。未来最值得减

少的，恰恰是低效、重复、缺乏实质意义的边界调整。应该把更多资源用

于生态功能监测。植被有没有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有没有提高？生态廊道

有没有被切断？关键生境有没有退化？人为扰动有没有增加？这些问题比

一个图斑究竟向左移动 20 米还是向右移动 30 米重要得多。对边界确有明

显技术误差、历史遗留冲突或者重大自然变化的，可以通过规范程序集中

处理，而不宜让基层长期陷入“调线—入库—再核查—再调线”的循环。

第六，从“一条线管理所有问题”转向“红线约束+生态功能分区+差异化管控”。

不同生态空间的功能并不相同。饮用水源涵养区、生物多样性关键区、生

态廊道、重要湿地、水土流失敏感区，其主要保护目标完全不同，相应的

人类活动管控规则也不应完全相同。

因此，在生态保护红线这一底线约束之上，还需要建立更加精细的生态功

能分区和差异化管理制度。红线回答的是“哪里必须严格保护？”，分区管理

进一步回答“为什么保护？”“重点保护什么？”“允许开展什么活动？”“哪些行



为绝对不能发生？”只有把这几个问题回答清楚，生态保护红线才能真正从

“一张图”变成“一套治理制度”。

图 3 红线约束之上，需要进一步建立生态功能分区与差异化管控

七、生态保护红线下一阶段真正需要解决的，是“科学保护”

生态保护红线的建立，是中国国土空间治理中的一次重要制度创新。它最重要的

贡献，是把生态安全从一个原则性要求，转变成了具有明确空间约束力的国家制

度。

但任何制度从建立到成熟，都需要经历从粗到细、从划定到治理、从原则管理到

精准管理的过程。

过去，我们最关心的是：“红线划在哪里？”

未来更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红线为什么划在这里？”“这里最重要的生态功能是

什么？”“哪些活动会破坏这种功能？”“怎样监管最有效？”“保护成效究竟如何？”

这实际上意味着生态保护红线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划线保护”走向“功能保

护”。



所以，我并不赞成因为红线调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生态保护红线制

度本身；同样也不赞成把“严守红线”简单理解成边界一经形成便永远不能纠错，

或者所有红线空间采取完全一样的管理方式。

更成熟的生态治理，应当同时坚持两件看起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事情：

生态安全底线必须刚性；治理方式必须科学而有弹性。

生态安全底线必须刚性；治理方式必须科学而有弹性。

该保护的地方，要真正保护住；存在技术错误的地方，应当允许按照规范程序纠

正；能够兼容的合理活动，应当明确规则；确实不可兼容的开发行为，则必须坚

决退出。

少一些反复画线，多一些长期监测；少一些机械套用，多一些生态学判断；少一

些“图上正确”，多一些“地上有效”。

如果有一天，基层管理人员不再把生态保护红线理解为一张需要反复修改的图，

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套目标明确、规则稳定、责任清晰、能够真正改善生态系统状

态的治理制度，那么生态保护红线才算真正从“划出来”走向了“管起来”。

而这，或许才是我们最终真正想要的那条“红线”。



图 4 生态保护红线治理应逐步从“划线保护”走向“功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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